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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世纪中缅边界的汉奸现象
张　婷，尤淑君

（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要：“汉奸”一词最早的含义是指在西南边疆地区违禁作乱的汉人。在１８世纪的清朝官方表述中，勾结苗民或

协助土司作乱，与苗民发生经济纠纷，贩卖人口，违禁越境贸易，向敌方泄露情报等构成了常见的“汉奸行为”。中

缅战争期间，“汉奸”语义转为附外通敌，既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汉人群体的疑虑，也反映了清政

府对西南边疆地区实行的不对等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开发政策与边疆社会实际发展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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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品评善恶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２０
世纪抗日战争时期，有人贬斥“汉奸”汇总“世界上

一切卑鄙，下贱，愚蠢，无耻，盗窃，奸邪的词汇尚不

足以代表他们的罪恶”。［１］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强烈

憎恶汉奸。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今人对“汉奸”一词

的理解和感受，基本沿袭抗日战争时期的说法。譬

如，《辞海》定义“汉奸”为“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

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

类”［２］。又如，《汉语大词典》将其解释为“原指汉族

的败类，后泛指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

使、出卖祖国民族利益的人”［３］。不过，目前已有若

干研究指出“汉奸”一词最早的含义并非“汉族的败

类”。日本神户大学王柯教授指出，汉奸现象至少

可追溯至康熙朝的苗疆地区，而“汉奸”一词最初指

的是出卖清政府利益的汉人。［４］吴密认为，“汉奸”

一词的出现时间可往前推至明朝末年，意指贵州水

西宣慰司区协助土司叛乱的内地汉人，然后在清代

雍正朝以降，“汉奸”的意义变成与 “化外”民族交



往的汉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汉奸”的

汉民族属性逐渐模糊，出现了非汉人被称为“汉奸”

的现象。［５］由此可知，汉奸现象及其语意变化的原

因，应与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开发政策密切相关。

马少侨［６］、王钟翰［７］等清史专家都曾论及雍

正朝 的 汉 奸 问 题。纪 若 诚 （Ｃ．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Ｇｉｅｒ
ｓｃｈ）［８］，［９］１４０－１７７和杨煜达［１０］也注意到中缅战争期间

施尚贤的汉奸案例。吴密的博士论文全面考察了清

代“汉奸”名实关系及其变迁问题，并在第二章探讨

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汉奸问题，进而指出西南

苗疆地区的开发是汉奸问题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甚至注意到中越、中缅边境的“汉奸”已有“通敌”的

性质转化。［５］张姗集中考察了鄂尔泰在治理西南期

间对汉奸问题的认识与处理，并指出鄂尔泰处理苗

汉关系时采取的强制性手段实不利于西南地区的长

远发展。［１１］黄梅进一步指出，整治汉奸问题是清朝

处理边疆社会矛盾的重要任务之一。汉、苗隔离的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却阻碍

了苗民学习汉人的生产技术。［１２］此外，张宁和鹿智

钧利用“汉奸诉讼案”的档案史料，考察１８世纪清
政府关于“汉奸”的罪行依据与判罪标准，使汉奸问

题的讨论更为具体化。张宁从法律的角度探讨了

１８世纪西南地区的汉奸现象，指出“汉奸”是一种政
治不可控因素。随着清政府对苗疆的掌控力增强，

“汉奸”也逐渐淡化，最终从这个地域的官方叙述中

消失。［１３］鹿智钧运用《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奏

折》等档案史料，考察了清政府查禁“汉奸”的具体

过程，指出“汉奸”词意的模糊笼统是造成相关法律

规范“缺席”或“隐形”的根本原因。［１４］

讨论１８世纪中缅边界的汉奸问题，有必要参考
有关清代前、中期中缅关系的研究成果。王巨新全

面考察了清代中缅两国的交往，指出分布在中缅边

境的地方政府是中缅宗藩关系建立的主要动

力。［１５］２庄吉发和杨煜达也讨论了乾隆朝的中缅关

系和清政府的对缅政策。其中，庄吉发认为，清政府

在中缅战争中“顺天而行，知难而退”，虽有损大国

颜面，但其在战后采取恢复中缅朝贡关系的外交政

策却是成功的。［１６］２５２－２５３杨煜达则指出，中缅战争结

束后，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军事

控制。［１７］这些研究对本文分析１８世纪中缅边界的
汉奸现象颇有助益。

综理既有研究成果，可知讨论１８世纪中缅边疆

地区汉奸问题的成果较少，故本文讨论１８世纪中缅

边疆地区出现的汉奸现象，探讨“汉奸”一词的内涵

及其转变机制，并分析清代前、中期边疆地区出现汉

奸现象的原因及其政治文化意义，进而探讨清代前、

中期治边政策的特点与“汉奸”出现的历史语境。

二、汉人在清代西南边疆社会的角色

“汉奸”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廷处理西南边疆①事

务的过程中。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以前，汉奸现象

主要出现在西南边疆地区。清雍正朝以后，清廷开

始频繁使用“汉奸”一词。１８世纪，清朝官方表述中

常见的汉奸行为包括勾通苗民，协助土司作乱，与苗

民发生土司、房产等经济纠纷，贩卖人口，违禁越境

贸易，向敌方泄露情报等。［５］可见，清廷官员定义下

的“汉奸”，不仅包括犯法作乱的“不法凶徒”，更有

“附外通敌”、带有“变节叛国”特征的“通贼逆匪”。

本章将考察１８世纪云南省的汉奸现象，并探讨“汉

奸”语义的转变机制。

１８世纪，清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开发政策，导

致边疆地区汉奸问题不断出现并进一步激化。［５］雍

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１６７７—１７４５，满洲镶蓝旗

人）以武力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尤其严厉打

击了滇东北叛服不常的土司。其中，汉奸也成为鄂

尔泰打击的重点对象。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乌蒙土

司不满改土归流，顽强反抗。乌蒙府（今昭通市）米

贴地区彝族土目禄永孝被捕后，鄂尔泰担心其妻禄

氏家族群起反抗，于是派副将郭寿域率兵抓捕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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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谓“西南边疆”，不仅指西南各省与东南亚诸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还包括作为国内边疆的苗疆地区。在中国古
代，“边疆”一词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苗疆”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没有固定

明确的地理范围，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之“苗疆”相当于湘西、黔东北、黔东南、黔南和渝东南一带，亦即湖南、四

川、贵州三省交界处。广义之“苗疆”涉及云南、贵州、四川、两湖、两广等各省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大致

而言，雍正朝以后，由于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逐渐深入，官方所指“苗疆地区”基本上是指广义之“苗疆”。参考杜

文忠：《边疆的概念与边疆的法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１页；另见文后参考文献［５］。



结果遭禄氏夜袭，几乎全军覆没。鄂尔泰迅即派总

兵张耀祖率兵镇压禄氏叛乱。张耀祖一入米贴，即

下屠城令：“在者杀，去者杀，妇孺杀，小有姿首之女

子不杀。苟稍持志节亦杀矣。汉人妻而有儿者，则

其夫又必以汉奸杀。”［１８］卷１１，１００可以推测，张耀祖所

说的“汉奸”是指与彝族女子通婚的汉人。雍正八

年（１７３０年），乌蒙土官之子禄万福因不堪忍受清军
的暴虐行为，起兵反叛，东川所属土目和民人皆群起

响应，形成一呼百应之气势。随即，鄂尔泰调集滇、

黔大军三万人，分三路围攻乌蒙、东川。在这场大规

模的捕杀行动中，汉奸是重点缉查的对象。据官修

文书描述，这类汉奸“勾结”土目，参加叛乱，“代传

木刻”，“惶惑人心”，［１９］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

在云南省东北区域的控制势力。显然，这些被清廷

明令搜捕的对象，大多“无名无姓”，甚至连这些人

是否真实存在都无法断言，莫衷一是。实际上，清政

府镇压苗疆叛乱时，往往借由抓捕“汉奸”的名义，

查找与苗疆存在联系的人，未经审判就处死，可知

“汉奸”的存在正是清政府实行屠城镇压的正当性

基础。与勾通土司或欺压苗民等“具体的”汉奸不

同，这类汉奸未必有违法之行径，大多是清政府因警

惕和猜忌边疆汉人而主观臆测的结果。

实际上，清王朝忌惮任何在边疆地区拥有较大势

力并有可能形成潜在威胁的群体，尤其是汉人群体，

更被视为清朝统治的威胁者。乾隆年间，经营茂隆银

厂并大获成功的吴尚贤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

吴尚贤是云南石屏州（今云南石屏县）人，家境

贫寒，后至永昌府境外的葫芦国①谋生。葫芦国富

产银矿。乾隆八年（１７４３年）六月，吴尚贤与葫芦国
酋长蜂筑（另译作蚌筑）商议共办茂隆银厂，酋长拥

有所有权，吴尚贤担任厂主。② 至乾隆十年（１７４５
年）六月间，茂隆银厂集众数万，出银大旺，声播边

境，大为成功。吴尚贤打算给酋长租银，但酋长“不

敢收受”，表示愿照内地厂例“纳课作贡”。乾隆十

一年（１７４６年）三月十五日，云贵总督张允随
（１６９３—１７５１）上奏建议：葫芦国酋长“长僻处外
域”，历来“未通声教”，今输诚纳贡，应当示以怀柔

之意，“准其内附”；但考虑到银厂“盈缩靡常”，“难

为定额”，应当对其贡赋“减半抽收”，再将所取课银

“以一半解纳，以一半赏给该酋长”。［２０］６０２ａ－６０３ｂ乾隆

皇帝听取和硕裕亲王广禄（１７０６—１７８５，爱新觉罗

氏）的建议，下令张允随详查吴尚贤“潜越界外开

矿”之具体情形。［２１］卷２６１，３８７ｂ五月初九日，张允随覆

奏：云南边外多矿硐，但当地人不谙采炼，多由内地

民人前往开采；若禁止开矿，“势必并商贾一概禁

绝”，如此一来，以此为生计的边民很可能“惩噎废

食”；因此应准葫芦酋长输纳，并令其“捍卫边隅”，

“设有内地逃犯等类潜入厂地”，即 “敕令查

拿”。［１８］卷８，６８２－６８５六月三十日，乾隆皇帝下旨批准张

允随所请，允许茂隆银厂“减半报纳”厂课，并将所

收之一半赏给该酋长。［２１］卷２６９，５０５ｂ、５０６ａ

葫芦国和茂隆银厂归附内地后，吴尚贤被任命为

课长，负责管理银厂事务。表面上，清政府委任吴尚

贤是在重用他，实则是密切关注他在边境地区的行

迹。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年）十二月，吴尚贤为制止厂

徒邹启周、张宽果等人在缅属木邦另开厂矿，以保证

茂隆银厂的持久昌盛，遂带厂练前往抓捕。乾隆十五

年（１７５０年）正月，又带一千多名厂练赶赴缅甸，介入

缅甸内争，意图说服缅王莽达拉进贡中国，以拉拢势

力。［１６］２３０，［２０］６０４ａ缅甸东吁王朝无力平定国内叛乱，本

就有意向清朝求援，便借此机会遣使跟随吴尚贤一同

进京，“以驯象涂金塔敬关求贡”。［２２］不过，缅甸使团

尚未回到首都阿瓦，东吁王朝便被雍籍牙王朝取代，

缅甸朝贡一事不了了之。吴尚贤是说服缅王遣使进

贡清朝的关键人物，不但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还擅自

介入缅甸内斗，自然加重了乾隆皇帝的疑心。

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四月，乾隆皇帝听闻吴尚

贤自愿伴送缅使赴京，于是命硕色和巡抚爱必达详查

吴尚贤近来办理厂务之情形，并询问厂内是否还有

“熟于厂务”，能够“压服众丁”的人接管课长一

职。［２１］卷３８７，８３ｂ、８４ａ硕色调查后指出，吴尚贤本是“无籍细

民”，平时“与夷境交通，往还习熟”，很可能“招摇引

诱”，挟缅以自重，在中缅边境厚植势力，制造事端。

４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４月

①

②

葫芦国，一名卡瓦，“其地北接直隶耿马宣抚司界，西接外域木邦界，南接生卡瓦界，东接孟定土府界，距永昌一十

八程，地方二千余里”。参见文后参考文献［２０］。
经王巨新教授考证，茂隆银厂位于今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班老乡上班老村西四公里处。参见文后参考文献

［１５］。



大学士傅恒（约１７２０—１７７０）也复议，吴尚贤“断不可
令为课长”，建议免去。［２１］卷３９３，１５９ｂ、１６０ａ曾任云贵总督的

尹继善（１６９５—１７７１）奏称：“设官则法在必行，法行或
不尽便于夷境”，以茂隆银厂远在边外、不便管理为

由，建议改设课长。［２１］卷３９４，１７４ｂ、１７５ａ乾隆皇帝综合各方意

见，最终决定更换课长人选，并采取任期制，逐步解散

茂隆银厂，同时下令将吴尚贤扣留在云南省城。乾隆

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十月，吴尚贤在由北京返回云南的
途中，因“居功要挟”“煽惑夷使”“僭越妄为”“凶暴不

法”“交通外夷”等罪名遭到拘捕，并被查封家产，最

终死于狱中。［１５］５３－５４，［１６］２３１－２３２，［２３］不久后，茂隆银厂因

吴尚贤去世，无以为继，厂众渐散。吴尚贤虽不是以

“汉奸”入罪处死，但很可能成为后来附外“汉奸”罪

名的判例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阿瓦地区的佤族部落里至今还

流传着关于吴尚贤的美名佳话，①佤族中的“鹰／尹”
姓就是因吴尚贤以鹰自比而取的。［２４－２５］显然，各个

群体都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形塑以吴尚

贤为中心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② 对当地的佤族

部落而言，吴尚贤是地方恶霸，还是部落英雄？恐怕

不难推测。茂隆银厂创立之初，本不受清朝管辖，乃

归葫芦国所有，后因吴尚贤说服葫芦国酋长内附，才

使茂隆银厂成为清王朝的属地。茂隆银厂增加清廷

税赋收入的经济意义是其次，更重要的是阿瓦酋长

的内附巩固了中缅边防。晚清学者王之春（１８４２—

１９０６）指出：“缅酋素畏茂隆、波龙二厂，茂隆厂有壮

丁数十万，波龙厂亦有在壮丁数十万；二厂强盛，为

莽氏所畏，隐为滇省屏藩。”［２６］吴尚贤遭捕入狱而

死，茂隆银厂因之衰落，清政府表面上消除了这一边

地的安全隐患，实际上却是自撤藩篱、屏障尽失。

三、中缅战争期间的“通贼”汉奸

清朝与缅甸的政治关系始于明清易代之际。顺

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八月，缅王迫于吴三桂等人之兵

力，只得交献永历帝朱由榔，从此“不通中国”六七

十年。［２７－２８］可见顺治、康熙年间，清朝与缅甸尚未形

成正常的政治交往关系。③ 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年），缅

甸头目莽古叮告知清军守备燕鸣春，缅甸将于第二

年进贡，但没能成行。［１５］４１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０年），在

吴尚贤的谋划下，缅甸东吁王朝第一次遣使清朝，但

因东吁王朝的灭亡，清朝与缅甸未能正式建立宗藩

关系。雍正朝至乾隆初期，正值缅甸内乱。由于清

朝平定西南边疆未久，遂基本上采取安边守疆、不干

涉别国内政的政策。随着缅甸雍籍牙王朝势力的不

断扩张，分布在中缅边境的小土司因不愿交纳贡物

“花马礼”而与雍籍牙军队发生军事冲突，严重威胁

着云南边境的安全。所以，清朝不得不放弃不干涉

策略，以军事力量回应缅甸，试图恢复西南边隅“缓

冲带”的稳定秩序。［１５］５８－６６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十

５４第２期　　　　　　　张　婷，尤淑君：从“不法凶徒”到“通贼逆匪”：１８世纪中缅边界的汉奸现象

①

②

③

沧源佤族自治县班老一代仍流传着一首民谣：“佤人有宝，佤人不知晓；来了汉人吴尚贤，银子用不完。”转引自杨

煜基：《吴尚贤与佤山银矿》，云南日报理论部编：《云南文史博览》，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５页。《石屏县志》记
载，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正月，吴尚贤率领矿厂壮丁进入缅甸，是“抵御外患”；次年，吴尚贤因“聚集丁壮，滋生事端”、
“侵肥入己”、“随缅使入贡，于途生事”等“莫须有”罪名逮捕入狱，“惨死”狱中。参考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石屏

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７３５－７３６页。《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志》称，吴尚贤经营茂隆银厂期间，“肩负拓边
守土及采炼银子双重重担”，他不仅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实业家”，也是一位“爱国爱民壮士”。参考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志》（卷７），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第８３页。
美国学者纪若诚（Ｃ．ＰａｔＧｉｅｒｓｃｈ）指出，位于中缅边境的威远府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力量交流互动的“中间

地带”；它并非“文化多元主义的诞生地”，更可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恐怖”的地方，其结果往往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一方获

得主宰权。参考［美］纪若诚著，沈海梅译：《“混杂的人群”：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的社会变迁（１７００－１８８０）》，陆韧主编：
《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第１４６页。然而，黄菲博士纠正指出，不同人群关于同一事物的解释往往不同，
即便在官方已经推出一套论证严密的说辞后，这种差异性仍被允许存在，并且有可能“压制”官方语汇而成为“主流”。参见

黄菲：《祀真武或祭龙潭———清初云南东川府的信仰空间交叠与景观再造》，新史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１９－１６０页；黄菲：
《移建文昌宫———清代云南东川府的景观再造与空间争夺》，历史人类学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１５－１４１页。

乾隆、嘉庆、光绪三朝的《清会典》记载，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礼部议准“缅甸贡道由云南”。但在康熙二十九年
（１６９０年）纂修的《清会典》和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纂修的《清会典》中，并未找到此记载。（根据书同文古籍数据库搜索结
果）另外，康熙朝的《清实录》亦未记载缅甸入贡一事。可以推测，“康熙元年，议准缅甸贡道由云南”这一说法始于乾隆

朝，并且很有可能是基于乾隆朝中缅政治交往的经验主观添加的。



一月，云贵总督刘藻（１７０１—１７６６）接到缅军入侵车
里的急报，立即调兵剿逐入境缅军，中缅战争一触

即发。

陆路互市①是中缅两国通商往来的主要形式。②

滇南、滇东南地区与缅甸东北部存在极强的经济互

补性。清朝统治者考虑到滇地边民的生计需要，并

不禁止商贾贸易，“惟查无违禁之物，即便放

行”。［２１］卷２６９，５０５ｂ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五月初九日，
张允随奉旨稽查茂隆银厂时，发现滇南各土司及徼

外诸夷所食用之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

来，彼此相需，出入贸易，由来已久”。缅北宜种棉

花，但“地广人少”，因此多是腾越等地的汉人移民

“受雇前往”，“代为种植”。至收成时，商贩们就输

往内地售卖，“岁以为常”，随后再将苏木、象牙、翠

毛、木棉等销往缅甸，［１８］卷８，６８３如此便形成季节性贸

易。缅东北盛产矿山，但缺乏采矿的经验和技术，于

是形成江西、湖广等地之贫民赴缅“采矿者以万计，

商贾云集，比屋列肆”的景象。［１８］卷８，７８４矿石开采和棉

花种植是滇南边民的主要生计来源，经过长期物资

交易，中缅边境逐渐形成了频繁的、具有较大规模的

贸易市场。

中缅战争期间，中缅两国原来的陆路互市贸易

被迫中断。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年）四月，乾隆皇帝
命副将阿里衮（１７６９年逝世）、云南巡抚鄂宁调查缅
甸贸易处所蛮暮、新街一带的贸易情况，尤其关注中

缅战争期间是否有滇地边民潜越境外私自贸易的情

形。据奏报，自用兵以后，两国边境贸易的一切税口

“概行禁止”，多数商民不敢偷越。乾隆皇帝恐仍有

商民违禁私出，遂命阿里衮等人严饬防守官兵密切

稽查。［２１］卷８０８，９２０ａ、ｂ这年六月，阿里衮和云南巡抚明德

建议严厉治罪越境贸易，“请嗣后奸民贩货出口，籋

获即行正法；隘口兵丁，审系得财卖放者，一并正法；

失察 之 文 武 官 弁，查 明 参 革”，乾 隆 皇 帝 准

议。［２１］卷８１３，９９４ａ滇缅贸易的禁止，极大影响了缅甸北部

的商业发展，本来市肆密布的新街、蛮暮一带几乎成

了废墟。［２１］卷８０８，９２０ｂ不过，清政府禁止滇缅贸易，并不

是为了遏制缅甸的商业发展，而是在于防止内地民

人为缅匪通风报信，泄露军情。实际上，这一判断并

非无中生有。云贵总督刘藻（１７０１—１７６６）主持滇

缅战事时，中缅边境就曾发生过一起“汉奸案”，并

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云贵总督刘藻抓获与缅

匪“结为姻党”、“探听消息”的内地民人施尚贤后，未经

查证，即行正法。乾隆皇帝对此非常不满，斥责刘藻

“办理莽匪事宜，拘于书生之见，动辄错谬”；并认为，施

尚贤熟悉缅务，很可能为缅匪打探消息，“实为汉奸之

尤”，若“严行讯究”，必定能供出“莽匪滋衅情形”；但刘

藻却“草率一问”，称“严鞫无供”，“置紧要关键于不

问”便将其“正法”。［２１］卷７５５，３１５ａ、ｂ于是，乾隆皇帝随即任命

杨应琚（１６９６—１７６６）办理此事，一旦发现施尚贤有“心

怀叵测，为缅酋探听军情，潜通信息，甚至为贼众前导，

滋扰边疆”等不法情节，即“加之寸磔，予以族

诛”。［２１］卷７８４，９２０ａ、ｂ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年），额尔景额奏

称“生擒贼谍四名”，经审讯查出汉奸谢思道系湖南宝

庆府武冈州人，于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投顺缅匪”，

往来边地，为缅酋“探听军情，潜通信息”。［２１］卷７９９，７７５ｂ、７７６ａ

乾隆皇帝随即命人将谢思道的“父母亲、兄弟、妻子及

合族不论男妇”拿解来京，严加治罪，并通饬中缅边界

各关隘口官员严密盘查“违禁出入之人”。［２１］卷９０４，８４ａ、ｂ在

乾隆帝看来，施尚贤、谢思道等人交通缅甸之行径，不

仅是 罪 犯，而 且 是 对 清 王 朝 不 忠 的 “逆

犯”［２１］卷７５９，３６０ｂ；［２１］卷７６０，３６５ｂ，实在“罪大恶极”［２１］卷７５５，３１６ａ，

“殊堪痛恨”［２１］卷７９９，７７５ｂ、７７６ａ。因此，清政府对通缅汉奸的

惩治大都实行连坐制，并缉捕乃至诛杀通敌者的整个

家族，手段相当严酷。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惩治通缅汉奸的处罚虽

重，但并未制定有如“汉奸例”的律法。既无定法，

那么清廷官员就得参照既有律例审理“汉奸案件”。

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四月，乾隆皇帝传谕军机

６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４月

①

②

廖敏淑认为，清代中前期的通商制度是互市贸易，具体包括“关市”、“海舶”和“在馆交易”（相当 于“使节团贸

易”）三种类型。参考廖敏淑：《清代对外通商制度》，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 国、东亚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３３－４３４页。另见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９－２２页。

王巨新教授认为，中缅之间的经济交往以通商贸易为主，并不存在大量的朝贡贸易。且由于地理位置的 限制，中

缅两国基本不存在“海舶”通商的形式。参考文后参考文献［１５］。



处，转知中缅边境王世学等各犯“越关私贩”一

案。［２１］卷９６０，１１７ａ、ｂ由于这时正值中缅“关禁严密之时”，

因而这些越境贸易的汉奸并非按“私越①冒度关津

例”［２９］处置，而是照“谋叛例”审判处置。所谓“谋

叛”，指“谋背本国，潜从他国”，凡共谋者，不分主、

从，一律斩决，且其家族成员会因血缘亲属受到不同

程度的牵连，“知情故纵隐藏者”则处以“绞”。［３０］最

终，王世学被处以斩决，而容留王世学之王化南、杨

经及李三老等内地民人被处以绞决，并且审批结果

必须通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共同主持的三司会

审，由三法司核准后方可执行。由此可见，此类附外

通敌的“汉奸案件”并不能交由地方官直接审理，必

须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和皇帝会同处置。若地方

官未经上报便擅自处决通敌汉奸，便会落得与刘藻

类似的下场。

总体而言，出现在中缅边境的“汉奸”语义，已

与苗疆地区的“汉奸”语义不同，不再指“汉人中的

奸徒”，而是违逆统治者意志的“叛徒”。对于这种

“通贼逆匪”的惩治，清廷不仅仅从法律层面量以重

刑，更将其上升至政治伦理的高度，谴责其不忠皇帝

的道德问题。

四、想象敌人：中缅战后清廷对通缅“汉奸”的警惕

中缅战争期间，乾隆皇帝意识到腾越边民“率非

安民之人”，对清政府的边疆秩序存在潜在的威胁，故

而极为重视边地民人与缅匪私通消息的情形，不过也

意识到其中“良莠不同”，不能一概视为汉奸，治以重

罪，否则将导致边民“望风疑畏”，不敢协助清政府出

境探听缅情。［２１］卷７８４，６４９ｂ、６５０ａ可见，乾隆皇帝亦将边地民

人视为一种借以窥探敌情的有效资源。

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年），清政府利用“贸易缅
城、熟悉夷情”的腾越商人李万全和尹士宾居中引

介，招抚缅甸。招抚事宜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缅方

已进呈表文，“祈请投诚进贡”，但清政府后来发现，

“该夷并未专遣一人，仅令内地被掠兵丁赉文投

献”，遂怀疑李万全和尹士宾早已投靠缅甸，为缅方

所用。［２１］卷８１２，９７１ａ此类汉奸，加以寸磔、族诛都是应

得，但乾隆皇帝认为，若要“广见闻”，必不能“先蔽

其耳目于事理”，［２１］卷７８４，６４９ｂ、６５０ａ遂命人密查李、尹二

人勾通缅贼的行为方式及与二人往来的缅贼系何等

身份。乾隆皇帝推断，腾越州民人中必定有不少同

党，但他不建议立即采取剿杀措施，“倘查出一二

人，即张皇办理，其余匪穷蹙，反激其助贼”，只是命

阿里 衮 和 明 德 驻 兵 伊 家 口，“加 意 留 心 密

查”。［２１］卷７８４，９８２ｂ可见，重惩汉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探悉缅夷情形、方便军务才是当务之急。这一通

敌事件使中缅关系更加恶化，双方均失去中介者与

信任基础。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年）十一月，中缅双

方在缅甸老官屯签订《老官屯和约》，时长四年的中

缅战争结束。② 然而，因中缅双方对和约内容有着

不同的理解，两国关系未能立即恢复。

中缅两国停战后，清政府继续禁止滇缅互市贸

易，意图借此招抚缅甸，永固西南边陲。乾隆三十五

年（１７７０年）正月，老官屯缅军头目遣人呈送书信，请

开边境贸易。乾隆皇帝下旨：“缅匪降表一日不至，一

日不可许其与内地通商。此一节乃中国制驭外夷扼

要之道，把握自我而操，最为长策。”［２１］卷８５０，３９３ｂ清政府

决心全面切断中缅贸易，迫使缅甸向清朝俯首称臣。

此前李万全和尹士宾使得的汉奸疑云，也引起清政府

扩大搜索范围，担心有漏网之鱼。乾隆三十九年

（１７７４年），陇川地区的某商贩尹小生和李萃，因姓

氏、籍贯与汉奸尹士宾和李万全相符而被清军逮捕，

并被严加审讯其与尹、李二人的亲属关系。［２１］卷９５４，９３４ａ

据尹小生、李萃二人口供，其与尹士宾、李万全并无

关系，但乾隆皇帝怀疑二人畏罪隐瞒，仍下令将其二

人押解到京，交由刑部审讯，同时再次敕令边地官

弁，严密稽查潜出越境之人。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十二月，缅甸头目得鲁蕴遣人投递缅禀，称要还

人纳贡，恳求开关通市。次年正月，乾隆皇帝命李侍

尧（１７８８年逝世）调补云贵总督，处理开关以后“沿

边一切事宜”。［２１］卷１０２５，７２８ａ但因缅人并未还人纳贡，清

７４第２期　　　　　　　张　婷，尤淑君：从“不法凶徒”到“通贼逆匪”：１８世纪中缅边界的汉奸现象

①

②

在《私越冒度关津》条例中，又有“私度”和“越度”之分。“私度”指过境之人持有“文引”（准予通行的文书），但随

同的马、骡等没有“文引”，或冒用他人的“文引”，违者杖八十；“越度”指人通过规定的通道过境，但随同的马、骡等没有

按照规定，违者杖九十。参考文后参考文献［２９］。
和约规定：两国恢复友好邦交；双方交出在中国境内避难的所有土司、叛乱分子和流亡分子；双方交换战俘；每十

年互派使团。



朝继续实行闭关禁市的贸易政策，并在李侍尧的主

持下得到进一步强化。李侍尧到任后，立即采取以

下举措：（１）禁止江楚商民潜往边境，并在边地推行
保甲制度；（２）停止派人出关侦探消息，并禁止东南
沿海地区进口缅甸棉花；（３）时刻留心，严行稽查，
遇有私越边隘出入牟利者，即严拿重处，并参奏失察

官弁，予 以 治 罪。① 对 此，乾 隆 皇 帝 一 一 奏

准。［２１］卷１０４７，１０２９ｂ、１０３０ａ显然，乾隆皇帝对“闭关禁市”政

策的态度相当坚定。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为应
付暹罗等周边国家的压力，缅甸国王波道帕耶主动

派出使节奉表纳贡，借以改善中缅两国的关系。［３１］

至此，中缅宗藩关系才正式建立。然而，鉴于缅人善

变，清朝并未在缅甸派出贡使后立即解禁中缅贸易，

而是考察半年后，于次年三月实施部分解禁。如棉

花，“为滇省民人需用”，“内地民人甚属有益”，可

“稍存通变”。但私贩等贸易，仍应 “照旧严

禁”。［２１］卷１３２５，９４２ａ、ｂ直至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缅王
孟陨再次遣使奉贡，并恳请乾隆皇帝“敕赏封号”，

“开 腾 越 关 禁”，中 缅 边 境 贸 易 才 彻 底

解禁。［２１］卷１３５１，９０ａ

中缅战争无疑强化了清王朝在西南边境地区的

闭关政策。即使滇缅边境开关互市，一旦发现缅方的

汉文信件，清政府便又开始怀疑是否存在汉奸。嘉庆

十七年（１８１２年）二月，西藏活佛第穆呼图克图上呈
缅甸国王的汉字书信，嘉庆皇帝详阅后，以“汉夷言语

杂，多不成文，夷字未经译出”怀疑是否为边境心怀不

轨的汉奸假装寄来，便速命云贵总督伯麟（１８２３年逝
世）仔细查办。［３２］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明朝为沟通“华

夷之情”，设“四译馆”翻译“四夷”言语文字，其中便

设有缅甸馆，［３３］清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因此，当原本

需要“重译来朝”的缅甸寄来汉文信件时，清朝统治

者不免再起疑心，要求地方官员暗中查办，导致中缅

边境地区潜藏着查缉汉奸的紧张气氛。

由上述可知，中缅战争期间，不少汉人为缅甸提

供中国内情。清政府在滇缅边境实施闭关禁市政策

时，腾越等地有不少民人似乎无视禁令，仍私自出关

贸易。这能否说明边民们一味地追求蝇头小利，而不

具备“天朝子民”应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伦常观念，

是未经“教化”的“野蛮人”？美国学者纪若诚的研究

或许有助于解答这一问题。纪若诚通过考察清代前

期西南边疆的社会变迁，指出贸易网络的形成、语言

使用变化、异族通婚、族际互动等都会导致边民们产

生新的认同感。［９］１４０他认为，尽管自明代以来，汉人移

民就已散居于这一“中间地带”，但由于地缘、宗教、政

治、贸易等多种因素，这些移民更倾向于缅甸和暹

罗②，而不是中国。［９］１４６－１４７也就是说，所谓“天朝子民”

的政治身份，很可能只是清朝单方面的要求，并非是

滇缅边境汉人移民的心理归属和文化认同。

中缅边境的汉奸现象反映了传统“大一统”帝

国与“新兴”边缘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固守边疆

是传统帝国始终奉行的治边策略，边疆秩序是否稳

定，直接关系到中央政权的兴衰存亡。尽管清朝统

治者十分清楚，手工业、矿业和商业贸易是地处帝国

版图西南边缘的腾越、思茅等商业化城市的主要经

济活动，［３４］２００但是为了逼迫缅甸新朝归附中国，承

诺不再进犯，永做屏藩，清朝统治者只好继续沿用

“闭关禁市”的政策，直至缅甸遣使入贡。显然，云

南边地社会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开发问题处于不对等

的地位。

中缅边境是一个以陆路互市为介质，具有极强

流动性的“中间地带”。其流动性首先体现在因贸

易活动而设立的交易市场、商业会馆、缅甸的“汉人

街”等具象事物上。［１０］，［３５］乾隆中叶，被称为“汉奸”

的腾越（今腾冲市）和顺人尹士宾就是当时阿瓦地

８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４月

①
②
关于李侍尧到任云贵总督后实施的一系列闭关禁市的举措，可参考文后参考文献［１５］。
从谭其骧先生编制的明朝地图来看，滇西南、滇南分别与缅甸和八百大甸接壤；清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的清朝版

图显示，滇西南、滇南与缅甸接壤。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
册，第４０－４１页；《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第８册，第３－４页。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年），设八百媳妇宣
慰司；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改设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嘉靖年间，八百大甸为缅甸所并。《明史》将八百大甸列入“云南
土司”一节，暹罗编入“外国传”。可见，在明朝关于“天下”的想象中，八百大甸和暹罗位置不同。嘉靖以后，八百大甸为缅

甸吞并，就更与暹罗领地无关了。参考［清］张廷玉：《明史·云南土司三》卷３１５，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８１６０－８１６１页、第
８１６３页。由此可以推测，明代以来散居在“中间地带”的汉人移民，其认同可能是倾向傣人社会而非暹罗，纪若诚的说法仍
待进一步考证。



区“汉人街”的“街长”。［３５］“中间地带”的流动性的

另一重要表现是异族通婚。清代，边地的汉人移居

缅甸，绝大多数是男子，因此和当地妇女通婚，这是

其在当地生根落脚的关键。［１０］出现在中缅边境的

“汉奸”，大多都是娶缅甸女子为妻。上文提到的尹

士宾，其妻便是缅人。“汉奸”施尚贤，原是云南一

个穷苦人家的幼子，自小便被买给另一个汉人家做

女婿。１７４８年，他离开这位汉人妻子，独自移居至
缅甸边境做生意，后来又与当地的土著女人结

婚。［９］１３８异族通婚往往会改变婚姻双方的生活习惯、

语言文化，进而造成对本族群认同感的模糊和缺失。

无论是跨境贸易，还是异族通婚，都是清朝统治

者一直忌惮的，他们忧虑“安全利益往往会被追求

经济利益的汉人移民们遗弃”，［９］１６５却无能为力。清

朝统治者要求中外边境的汉人群体政治忠诚，安分

守己，永固边陲，但处于“中间地带”的汉人移民却

往往倾向于与其结为利益共同体的“外夷”。清政

府政治目标与边缘社会的实际需求存在巨大落差，

两者的冲突造成边民们的认同困境，导致出卖国家

利益之汉奸的出现。吊诡的是，类通敌汉奸比苗疆

地区犯法作乱的汉奸，更容易受到来自道德层面的

谴责。

五、余论：流动的人群与失序的社会

１８世纪初期，新王朝政权基本巩固，清朝统治
者试图掌握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趋势，巩固对边

疆地区的控制。［３４］１由于各边疆地区的军事地位存

在差异，故清朝统治者实行不同的治边策略。清朝

统治者虽然在西藏、回疆、蒙古等地实行“藩部”制

度①，但在西南边疆推行的是改土归流、人口移民、

开辟生界等政策，使其逐渐纳入郡县体制中。显然，

中原地区难以维持生计的贫民、富有开拓精神的商

人，进入西南边疆地区的机会成本更小，这就使得西

南边疆成为汉奸问题发生的主要区域。

中缅边境的汉奸问题，反映出清朝的边疆政策

并不适合边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陆路互市是中

缅经济交往最主要的方式，滇南、滇东南与缅甸东北

部相接地区都设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土地贫瘠、矿

产资源丰富、毗邻缅甸等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滇

缅边境主要城市商业贸易繁荣、流动性强的特征，如

腾越、思茅。中缅两国的政治交往因战争被迫中断

后，缅甸新街、蛮莫一带的贸易场所迅速凋敝。但清

政府注意到，滇南边远地区普遍存在潜越关隘、出境

贸易的汉人，更有不少汉族男子与缅人女子通婚，定

居缅甸，甚至存在中缅战争期间为敌方提供内情的

通敌汉奸。对于久居中缅边境的汉人来说，他们与

缅人分享着更多的公共空间和共同利益，因此当缅

人与遥远的清政府发生冲突时，他们并不能意识到

国家安全利益的至高无上，自然就不会停止与缅人

来往。中缅两国停战后，清政府为了逼迫缅甸投降，

强化对滇缅边境的政治军事控制，不顾互市贸易的

必要性，继续闭关禁市，直至缅甸遣使入贡，中缅确

立宗藩关系。可见，在清朝统治者的认知和决策中，

对云南边地社会的政治控制优先于经济开发，因此

造成中缅战争期间中缅边境出现大量汉奸现象的失

序状态。

吴密指出，“汉奸”话语产生的思想和观念基础

乃是传统华夷观念。［５］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苗蛮”

“缅夷”等未受“汉化”的群体时，皆存在一种文化中

心主义的心态，认为正是因为有汉化程度较高的汉

人从中作梗，边疆地区才会出现叛乱。所以，当边疆

地区发生不利于清王朝稳固统治的事件时，参与其

中的汉人便首当其冲，成为汉奸。由上述可知，清代

前、中期出现在中缅边境的“汉奸”话语，不仅是华

夷观念造成的结果，也是传统帝制国家与新兴边疆

社会利益冲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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